
 

 1 

安徽省农村居民医疗机构信任现状与影响因素 

夏春
1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农村居民对医疗机构的信任直接影响中国分级诊疗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安徽省 456 名农村居民的调

查，分析农村居民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信任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信任

具有“差序格局”特征，对三级医院信任水平最高，对二级医院信任水平次之，对乡镇卫生院的信任水平最低。健

康状况、生活质量、医疗透明度等对农村居民的医疗机构信任有较大影响。为了提升农村居民对医疗机构尤其是基

层医疗机构的信任，医疗机构及其主管部门在加强业务建设的同时，需提升医疗机构的透明度，并增加与农村居民

的接触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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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是医疗服务体系高效率运行的关键因素
[1]
。医生若是对患者不够信任，便可能会出现防御性医疗、过

度医疗等行为，增加患者和整个医疗体系的负担[2]；患者若是不信任医生，则可能出现“小病不治拖成大病”等现象。由于现代

医疗体系已经高度专业化，医患关系中双方所需承担的风险是不对称的——患者通常需要给予医生更多信任，从而承担更大风

险[3]。从这个角度看，患者的医疗信任更加值得关注。汪新建等[4]学者指出，普通居民的医疗信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具体

医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特定医生的特殊信任，另一类是对整个医生群体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普遍信任。目前国内学者在研

究居民的普遍医疗信任时，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研究相对较少[5]。由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在教

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分布上仍然不均衡，城乡居民在信任特征上也有较大差异[6]。此外，大部分学者分析普遍信任时将中国医疗

服务机构视为整体来考察[7]，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居民对不同层级医疗服务机构信任的差异。实际上，居民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

信任落差会直接影响国家分级诊疗目标的实现[8]。本研究以安徽省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信任现

状以及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农村居民的医疗信任、促进分级诊疗目标实现提供实证依据。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在安徽省亳州、合肥和芜湖三市的农村社区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500份，回收问卷 468 份，剔除有趋势作答等情

况的无效问卷 12 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456 份。有效样本中男性占 38.5%，女性占 61.5%；受访居民的年龄分布在 21～89 岁，

平均年龄为 60.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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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问卷 

在社会调查专家指导下设计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问卷中的核心题项来自国内外经典量表。参照国内同类研究的做法
[9]
，

将医疗机构分为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三类，询问农村居民对这些医疗机构的整体信任水平，1分表示“非常不信任”，

10 分表示“非常信任”。除了医疗机构信任，本研究还收集了农村居民的人口学变量(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等)、医疗保险、

身体健康状况、生活质量等信息。 

1.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24.0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独立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 OLS 回归分析等。 

2 安徽省农村居民医疗机构信任现状与比较 

2.1 安徽省农村居民医疗机构信任现状 

安徽省农村居民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信任水平如表 1所示。整体而言，安徽省农村居民对三级医院的信任水平最高，对乡

镇卫生院的信任水平最低，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农村居民对三类医疗机构信任的差异，结果发现差异显著，F=116.15，

P<0.001。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发现农村居民对三级医院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二级医院，对二级医院的信任又显著高于乡镇卫生院，

表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这与中国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模式是非常相似的，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最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

水平最低[10]。 

不同群体农村居民对医疗机构的信任亦见表 1。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在三类医疗机构信任上均不存在显著

差异(P>0.05)。受教育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农村居民对二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信任没有显著差异(P>0.05)，但是他们对三级医院

的信任有显著差异(P<0.05)，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居民更加信任三级医院。已婚和未婚的农村居民对三类医疗机构的信

任差异不显著(P>0.05)，高、低社会经济地位农村居民在三类医疗机构信任上差异不显著(P>0.05)，有医疗报销经历和没有的居

民在三类医疗机构的信任上也没有达到显著(P>0.05)。 

2.2 影响安徽农村居民医疗机构信任的因素 

分别以农村居民对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信任为因变量，以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是否购买

商业医疗保险(1表示有，0表示没有)、过去一年中是否有医疗报销经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抑郁水平为指标)、整体生活

质量、医疗透明度等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 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1安徽省农村居民医疗机构信任现状 

指标 

 

人数 

医疗机构信任(m±SD)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乡镇卫生院 

性别 

女性 279 7.71±1.47 6.81±1.31 6.53±1.81 

男性 175 7.84±1.49 6.81±1.59 6.38±1.69 

   P＞0.05 P＞0.0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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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水平 

较低 295 7.67±1.56 6.83±1.37 6.48±1.80 

较高 158 7.94±1.28 6.79±1.53 6.47±1.72 

   P＜0.05 P＞0.05 P＞0.05 

婚姻状况 

已婚 367 7.78±1.50 6.76±1.49 6.50±1.74 

其他 83 7.73±1.30 7.02±1.12 6.35±1.92 

   P＞0.05 P＞0.05 P＞0.05 

社会经济地位 

普通 312 7.79±1.42 6.73±1.44 6.38±1.74 

较高 141 7.67±1.60 6.99±1.39 6.70±1.82 

   P＞0.05 P＞0.05 P＞0.05 

医疗报销经历 

没有 291 7.73±1.52 6.78±1.41 6.58±1.78 

有 164 7.82±1.38 6.91±1.42 6.34±1.72 

   P＞0.05 P＞0.05 P＞0.05 

整体  456 7.76±1.48 6.82±1.42 6.48±1.77 

 

以三级医院信任为因变量时，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质量、抑郁水平和医疗透明度几个指标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相比，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村居民更加信任三级医院。生活质量对三级医院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

即那些生活质量较高的农村居民更加信任三级医院。抑郁水平更高的居民，对三级医院更加信任，表明农村居民的情绪对在三级

医院信任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医疗透明度对三级医院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那些认为医疗系统有较高透明度、患者及家属的

知情权得到较好尊重的农村居民更加信任三级医院。实际上，医疗透明度不仅对三级医院信任有显著影响，对二级医院和乡镇卫

生院均有显著正向作用，表明医疗透明度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信任构建中均可以发挥重要价值。以二级医院信任为因变量时，医

疗透明度的效应是显著的，其结果与三级医院信任是相似的。同时，宗教信仰的效应也是显著的，即与没有宗教信仰的居民相

比，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更加信任二级医院。此外，年龄对二级医院的信任有正向影响，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对二级医院更加

信任。以农村居民对乡镇卫生院的信任为因变量时，除了医疗透明度，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乡镇卫生院信任的作用也处于

临界显著水平，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越低，对乡镇卫生院的信任水平越高，即医疗需求较高的农村居

民对乡镇卫生院的信任水平相对较高，这无疑有利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挥其作用。 

表 2影响农村居民医疗机构信任的因素 

指标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乡镇卫生院 

B β p B β p B β p 

性别 0.08 0.03 0.59 -0.06 -0.02 0.69 -0.08 -0.02 0.67 

年龄 -0.01 -0.03 0.62 0.01 0.11 0.05 -0.01 -0.03 0.64 

受教育水平 0.13 0.04 0.42 0.04 0.01 0.79 -0.14 -0.04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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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 0.06 0.02 0.76 -0.03 -0.01 0.85 0.26 0.06 0.23 

社会经济地位 -0.34 -0.11 0.03 0.11 0.04 0.44 0.28 0.07 0.15 

宗教信仰 0.14 0.03 0.48 0.59 0.15 0.01 0.27 0.05 0.26 

商业保险 0.18 0.04 0.41 0.22 0.05 0.29 0.29 0.05 0.28 

医疗报销经历 0.11 0.04 0.42 0.17 0.06 0.22 -0.20 -0.05 0.25 

身体健康 0.05 0.05 0.37 -0.05 -0.05 0.32 -0.12 -0.10 0.07 

抑郁 0.21 0.14 0.01 0.02 0.02 0.74 -0.06 -0.04 0.49 

生活质量 0.18 0.16 0.01 0.11 0.09 0.09 0.06 0.04 0.45 

医疗透明度 0.23 0.30 0.00 0.22 0.30 0.00 0.27 0.29 0.00 

常数 4.60   4.09   4.97   

R
2
 0.15 0.15 0.11 

F 5.97 6.10 4.45 

 

3 讨论 

为了实现分级诊疗的目标，必须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11]，但是，培育和

维持农村居民对这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也同样重要。本研究结果显示，安徽省农村居民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信任呈阶

梯下降趋势——他们对远在大城市的三级医院的信任水平最高，对主要位于县城的二级医院信任处于中等水平，对距离较近的

乡镇卫生机构信任水平最低，这种“差序格局”会导致他们不太愿意从更易接近的机构获取医疗服务。农村居民面临的就医环境

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异，城市居民到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距离与到更高层次医疗机构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相对小的范围内；

农村居民到乡镇卫生院和到更高层次医疗机构的距离差异非常大，他们到三级、二级医院就医的时间和机会成本也更高，因而他

们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低信任不仅导致农村基层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也过多耗费其自身的金钱和时间，带来各种潜在的社会问

题。 

国内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医疗接触有助于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状态
[12]
，增加居民对医疗机构的信任。本研究中涉及医疗接触

的报销经历变量对三种层次的医疗机构的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不过与医疗接触间接相关的变量则有明显作用。通常而言，身体

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会更多使用医疗资源，与医院和医生的接触较多，本研究回归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可以明显

负向预测他们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即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居民更信任乡镇卫生院。该结果表明，更多接触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农村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这为农村医疗机构的信任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 

本研究发现医疗透明度对各级医疗机构信任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那些认为医疗透明度较高的农村居民对三级医院、二

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信任水平均较高，该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的发现是相似的[13]。目前医疗机构已经是高度专业化，普通居民

很难对医疗过程有非常全面的了解，农村居民医疗知识相对匮乏，就更难理解复杂的医疗程序和方法，医疗工作者也因繁忙、沟

通技巧不够等原因没有及时做好医疗风险沟通[14]，从而使农村居民体验到较高的风险，增加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医疗机构尤其

是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应该想方设法加强与农村患者的医疗沟通[15]，增加医疗过程的透明度，让农村居民明白医疗过程中的风险

与收益，使之在做出知情决策的同时，增加对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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